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战友、卓越的民主战士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副主席称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广大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

沈钧儒是清光绪进士，曾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活动继而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又在多年间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执行律师职务，掩护和营救了不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严重关头。国民党反动派对外采取了不抵抗主义，对内坚持反共内战和反人民的法西斯暴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33年，沈钧儒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的“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震动了全国。沈钧儒在此之前就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然后，他又联络全国各地救亡团体，同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共同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对敌经济绝交”、“释放一切政治犯”等项主张，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沈钧儒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仍奋不顾身，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他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冲锋在前的崇高品质，教育、鼓舞和带动了千千万万的爱国者，被公认为救国会的领袖。这一时期沈钧儒所写的许多诗篇，充分反映了他发自内心的爱国深情，激发了人们的救亡热忱，是留给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教材。

为了推动全民抗日和实现民主政治，沈钧儒曾经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威胁和迫害。1936年11月“七君子”被捕入狱就是突出的一例。为了抗日救国，沈钧儒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屈不挠，同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狱中严正指出，以爱国行为而诬害，以救亡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把国民党的法庭，作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讲坛。反动派诬蔑他被共产党利用，他则公开申明：“假如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表现了革命者的凛然正气。中共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再敦促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七七”抗战开始后，迫于形势，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出狱。沈钧儒出狱后对记者发表谈话说：“钧儒今天步出狱门，见抗敌之呼声，已遍及全国，心中万分愉快。当不变初衷，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斗争。”沈钧儒一生忠实地实践了这一誓言。

沈钧儒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起，就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从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中，他真诚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在武汉和重庆，他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亲密地交往，互通声息，配合工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妄图消灭新四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抗议，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的几位参政员，也宣布拒绝出席，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暴行。当时有些人恶意讥讽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沈钧儒响亮地回答说：“共产党坚决抗日，为国为民，作这样的‘尾巴’不是很光荣吗？”这充分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纯朴真挚的感情。

沈钧儒是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卓越的领导人，他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和进步，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做出了宝贵的贡献。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疯狂进攻。同时，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施以法西斯暴行，1947年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迫使民盟停止公开活动。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沈钧儒毅然到达香港，于1948年初，主持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宣布国民党政府取消民盟的合法地位是根本违法的，决定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为推翻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和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而斗争，并且在香港重建民盟总部，从而为民盟的历史掀开新的一页。沈钧儒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深刻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钧儒加入了人民政权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法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我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坚决接受党的领导，竭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对党在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坦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以诚相待，肝胆相照。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对促进保卫世界和平运动，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同沈钧儒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常在一起讨论、协商国家大事。1953年沈钧儒大病初愈，到江南去休养。即使在休养中，他仍关心着群众的疾苦。当时，他了解到农村一些地方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感到非常不安，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信，并且附送了材料。毛主席当即批示把这件事交给习仲勋同志处理，并且复函沈钧儒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8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

沈钧儒的一生，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追求真理，不断前进。他救国救民的意志如石似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始终保持坚定的政治原则。他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一位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献身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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